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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抗战时期天津租界中国存银问题
———以中英交涉为中心

吴 景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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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１９３８年春夏之交，为避免留存于天津租界的巨额白银被日本窃夺，

中国方面展开以英国为主的对外交涉。因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对天津租界

存银问题关注不够，直接从事对英交涉的外交部与主管货币银行事务的财政部未

能充分沟通和融洽合作，加上英国一味维护自身利益，不顾中方反对，对日采取

妥协退让政策，进而影响法国也向日本作出同样让步，中国存银最终被日本监控

并攫夺。在对英交涉中，国民政府对英国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重大利益的本质有

了深刻认识，因此英国在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全局中的地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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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８—１９４０年期间，围绕留存于天津租界的巨额白银，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持续展开对英法

两国的交涉，力图避免出现中国存银被日本劫夺的局面。鉴于当时英国在华有较大利益关系和

影响力，国民政府十分关切英国对日本侵华扩张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将英方作为天津租界存银

问题交涉的重点。但英国为维持其在天津租界的基本利益和保护英侨，与日本多次谈判后采取

妥协策略，进而影响法国也作出同样让步，以致天津存银遭到日方监控，最终被攫取。对于这

一事件，已往中国金融史教材和通史类著作及相关银行史资料，① 都乏文介绍。虽然在外交史、

中英关系史的专著中略有以英对日妥协为主线的叙述，② 关于国民政府的研究成果亦提及中方向

英方表示抗议，③ 但几乎都没有涉及中英关于存银问题的谈判。④ 西方学者的相关代表性著作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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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洪葭管主编 《中国金融史》（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６章第２节 “日军占领区的殖民
地金融”、洪葭管主编 《中国金融通史》第４卷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６章第４节 “华
北沦陷区的金融概况”，均未述及天津中国、交通两行白银被迫移存问题。

吴东之主编 《中国外交史 （中华民国时期：１９１１—１９４９）》（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有５００
字左右的篇幅概述天津存银问题的由来以及１９４０年６月英日达成相关协议。徐蓝 《英国与中日战争
（１９３１—１９４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２章 “天津租界危机”主要依据已出版的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提及英方对天津存银问题态度的演变。萨本仁、潘兴明 《２０世纪的中英关系》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则仅有寥寥数语提到英日达成妥协。

朱汉国主编 《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有 “国民政府抗议英日天津白银
协定”条。

参见傅敏：《英国在远东的双重外交与天津租界危机》，《民国档案》２００９年第３期；张玮：《天津事件：



对英政府所持态度如何受制于其远东利益和基本政策、英国外交决策当局驻中日两国有关代表

所持态度有何异同有详尽剖析，但对中方的叙述甚为简略，更谈不上分析。① 可以说，已有相关

成果中既无关于天津存银问题中外交涉的完整叙事，也没有对国民政府有关决策的研究。台湾
“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和国民政府处理华北白银问题的专卷，以及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外交部档

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等史料显示，对英交涉是整个天津租界存银问题

交涉的关键所在，持续时间长，过程曲折复杂。本文以中英交涉为中心梳理天津租界中国存银

问题的基本史实，兼及分析当时中国所处的外交困境和应对举措，考察相关的外交决策体制。

一

抗战时期的天津存银问题由来已久。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收兑流通中的白

银，集中各有关银行作为发行准备的白银，一起南运。华北地区收回的白银，虽然集中在中国

银行和交通银行名下，但由于日方的无理阻扰以及华北地方当局的要求，一直未能南运。这些

白银除部分存于北平几家外商银行外，大部分留存于天津英法租界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总

额高达４０００余万元，几占当时国民政府除军费以外年度主要财政开支总额的２０％，② 因此一直

为中央政府尤其是财政当局所关注。

通常认为，“天津危机”始于１９３９年初夏。③ 事实上，中国方面对华北存银可能遭到日本劫

夺的担忧，以及由此开展的与有关大国的交涉，至迟可以追溯到１９３８年春夏之交。

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占领平津，即试图攫夺该地区的中方存银，以用于建立和维

持华北占领区的金融体系。１９３８年春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 “联合准备银行”后不久，便借口开

展外汇业务所需，拟提取中交两行存银。④ ５月１０日，财政部收到天津租界存银的主要所有者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总行联名急电，报告有关情况：

查敝两行存北平现银元，计敝中国行存六百九十三万余元，敝交通行存九百六十四万

余元，除少数存两行库房及银钱业公库外，大部份均分存中法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及华比

银行；又存天津现银元，计敝中国行存一千八百三十五万元，敝交通行存一千八百七十七

万余元，均分存英法两租界两行库房、新华银行库房及银行业公库。此项法币准备一经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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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战时中英日三角关系个案研究》，《山西师大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①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Ａ．Ｌｅｅ，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１９３７－１９３９：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Ｄｅｃｌｉｎｅ，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Ｒ．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Ｒｅｔｒｅａｔ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１９３７－１９４１，Ｎｅｗ　Ｙｏｒｋ：Ｄａ　Ｃａｐ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
据财政部次长徐堪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２日复外交部次长徐谟函，该项存天津租界白银总数在４１００万元至

４２００万元之间。（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１，台北 “国史馆”藏。下文不再注明所藏地）１９３７年度国
民政府及所属机关的行政经费１８００万元、内政费１３００万元、外交费１０００万元、财政费６４００万元、教
育文化费４２００万元、建设费５４００万元，总额为２０１００万。（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
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４８６—４８７页）
天津危机的交涉内容是英租界的政治管辖权及警务协定。（参见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 （中华民国
时期：１９１１—１９４９）》，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４６３—４６７页）

参见 《卞白眉日记》，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５—２７日、５月７日，方兆麟主编：《卞白眉日记》第２卷，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０９—４１０页。卞白眉 （１８８４—１９６８），名寿荪，历任中国银行总发行局
佐理、总稽核，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副经理、经理，天津银行公会会长等职。１９３８年１月，卞白眉离津



夺，必致牵动整个金融，情势急迫，应否由大部咨请外交部转商有关系使领协助保全，盼
即核办电示。

当时华北主要地区已处于日军占领之下，但法币之所以还能在相当范围内流通，就在于存于天
津租界的发行准备金是充足和安全的；如果作为发行准备金的白银遭日方劫夺，国民政府对于
华北金融的影响力无异被釜底抽薪，日伪的殖民统治将因此获益匪浅。为此，国民政府财政部
立即要求平津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将所保管的白银 “应速觅安全处所，并筹妥慎方法，分批
移管，以昭郑重”，要求两行与平津现银保管委员会 “接洽办理，毋得迟误”。①

在中交两总行联名急电之前，１９３８年５月２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ｒａｉｇｉｅ）和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以换文方式达成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② 根据这个协定，沦陷区各海关的一切
收入及其支配都将置于日本的直接控制之下，尽管这些收入名义上列在总税务司账户之内。中
国的海关主权受到严重侵害，国内债权人的有关利益被剥夺，其他债权国的相关利益也将受制
于日本。财政部作为主管财税与货币金融事务的政府机构，非常担心如果英国继续对日妥协，

平津存银会继海关权益之后，成为日本压力下的又一牺牲品，因此收到中交两总行急电当日，

时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便亲笔致函外交部次长徐谟：

关于平津中交两行存银，日方觊觎已久，兹复据该两行转报平津分行电，称以环境恶
劣，虽勉力支撑，但能否不被劫取，难以逆料。如此项法币准备一经攘夺，必致牵动整个
金融，情势急迫，请由部咨请外部转商有关系使领，协助保全等语。查核所称关系至为重
大，除由部正式咨请贵部办理外，特先将原电抄上，即请察照，迅予妥筹，转商协助保全
办法，并盼见复。③

孔祥熙的意见很清楚，外交部应当承担起保全天津存银的职责，立即开始相应的交涉工作。当
外交部向财政部查询平津存银数目及地点时，财政部答复：“北平存银约一千五百万元，存贮东
交民巷；天津存银约四千一二百万元，存贮英法租界。”④

外交部收到上述函稿咨文后，曾与英国、法国和比利时驻华使馆接洽。比利时大使馆口头
复称：“查平津方面，并无现银元存于华比银行。”法国大使馆口头复称：“已呈奉那齐雅大使自
沪电开：关于中国政府请求协助保全平津方面法币准备事，当再电法国驻平大使馆人员及驻天
津总领事馆继续设法尽力保护。惟若平津金融组织在人事方面发生变化，因此影响到现银保管
问题，则法方殊难为力。”而英国大使馆直到７月初仍无任何答复。７月３日，外交部将上述情
况咨复财政部。⑤

就在外交部等待有关国家政府答复期间，华北伪政权以检查库存，要求填送报表以及其他
非法手段，对平津中交两行业务多方加以破坏，以冀达到垄断华北金融之目的。财政部接报后，

一方面令饬中交两总行转饬平津各分行，严予拒绝伪组织非法干涉行务，不得稍有通融，另一
方面考虑到平津分行行址系在北平东交民巷及天津英法租界，遂于７月１日以财政部长孔祥熙的
名义咨请外交部迅为转商英法大使，分别转请驻平津英法领事尽力保护。⑥ 外交部收到咨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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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港，任天津中国银行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

① 《财政部收中国、交通总行香港来电》，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０日，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１。
参见 《１９３８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海关协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９８—９９页。
《孔祥熙致徐谟函》，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０日，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１。
《徐堪致徐谟函》，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２日，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１。
《外交部复财政部咨文》，１９３８年７月３日，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１。
参见 《财政部长孔祥熙致外交部汉钱字第４３３６７号密咨文》，１９３８年７月１日稿，７月３日发出，外交



７月７日致节略给英法驻华大使，强调保护在津中交两行对于各该国在华利益的重要性：

查该两分行在平津历史悠久，对于当地市面及中外商业关系，尤为密切；如果任令非

法干涉，破坏行务，不特有碍中国整个金融，即与各国在华商业利益，亦有重大影响。该

两分行行址系在天津租界及北平东交民巷，兹外交部特请英、法国大使馆转知驻平津外交

及领事代表，对该两银行尽力保护，俾得照常执行业务，无任感荷。①

对于中国外交部的节略，法国大使馆７月２７日答复称：“当在可能范围内，予该两行以一切合法

保护”；而英国大使馆直到８月１３日才复照称：“查天津之该分行系在法租界内，北平之该分行

亦不在使馆区域内，均不属于英国当局负责保护范围，合即略达。”② 当时，蒋介石曾致电行政

院长孔祥熙，提议： “津行存银，可否设法分存各外商银行，或押换外币，否则亦应有临时应

急、分散沉没之处置也。”③ 事实上，天津租界已处于日方严密监控之下，中交两行之白银数额

巨大，无论是换成外币，还是其他处置，都具有相当难度和风险，无法确保安全。到１０月，随

着日军侵华的加剧，中交两行也曾直接求助于英国方面，但得到的私下答复却是：“津库存现洋

之钥匙最好妥为保管，以免敌方强迫交钥、开库，保护者将无词可以干涉云云。”④ 英方实际上

已经暗示不能承担保护中方在天津租界权益的责任，却没有引起国民政府行政当局的警觉及采

取有效的处置。直到翌年初夏天津租界被日军封锁，国民政府财政部并没有对天津租界中交两

行存银作出相应的处置，而外交部也没有对法国的笼统承诺和英国的推诿作进一步的交涉。

而日本在１９３８年９月举行的东京英日会谈中，就天津英租界问题向英方提出三点要求：在

镇压反日活动和反日宣传方面与日本合作、禁止法币流通并与联合准备银行合作、交出中国政

府银行在英租界的存银以作为联合准备银行的发行基金，但会谈没有解决这些问题。⑤ １０月，

随着广州、武汉的沦陷，“日军气焰万丈，欲没收平津中、交，并禁止津法币流通”，⑥ 对天津法

租界存银的图谋日益显露。

１２月６日，财政部向外交部发出第２８６４号密咨文，要求外交部就天津存银问题与法国大使

馆接洽后，外交部才照会法国大使馆：

查中国政府在天津法租界内存有白银，日方屡谋攫取。以天津法租界当局向持严正态

度，予以维护，日方未达目的。中国政府对于法方援助，深为感荷！近据报告：日方对于

该项存银，图谋益亟。外交部应请法国大使馆转行天津法租界当局，仍本向来维护之精神，

将该项存银妥密封存，代为保管，勿任日方或任何非法组织攫取或占有。⑦

与７月初的节略相比，此次外交部向法方明确提出了保护天津租界中方存银免遭日本攫夺的要求，

但并未同时照会英国方面；而英国大使馆从法方了解情况后，却主动致函中国外交部：“就本馆所

知，外交部曾于一月前知照法国大使馆，请将天津英法两租界内各中国银行之存银封存，以免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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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外交部致英、法大使馆节略》，１９３８年７月６日稿，７月７日发出，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１。
《有关大使馆致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照会》，１９３８年８月１３日，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１。
《蒋介石致孔祥熙电》，１９３８年９月１９日，蒋介石档案００２—０１０３００—０００１６—０６３，台北 “国史馆”藏。
下文不再注明所藏地。
《卞白眉日记》，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２２日，方兆麟主编：《卞白眉日记》第２卷，第４３０页。

参见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 （１９３１—１９４１）》，第２７０页。
《卞白眉日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７日，方兆麟主编：《卞白眉日记》第２卷，第４２７页。
《外交部致法国大使馆节略》，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８日，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１。



方所攫取。惟查天津各该中国银行迄今当未接到关于此事之训令，请设法迅行颁发此项命令。”①

英方潜台词是，中国方面应当更多、更主动地承担起防止日本攫夺天津存银的职责，不应只是
把英法推向与日本冲突的前列。

华北白银危机刚发生之时，国民政府外交部只是大体了解平津两地中方存银数，并不清楚
具体情况。待收到上述英国大使馆照会后，才意识到 “似天津英租界内各中国银行亦有存银，

我方对于英方似亦应有同样表示”，并提醒财政部对天津各中国银行发出封存白银的命令。② 财
政部收到外交部的咨文后，即 “转电三总行密电津三行妥洽办理”，并要求外交部 “查照前案，

即函复英大使馆请转行天津英租界当局，将该项存银妥密封存代为保管，勿任日方或任何非法
组织攫取或占有”。③ １月２１日，外交部照会英国大使馆，“请英国大使馆转行天津英租界当局
仍本向来维护之精神，将该项存银妥密封存，代为保管，勿任日方或任何非法组织攫取或占有。

至纫睦谊”。④ 这一照会文本与１２月８日致法方的照会文本并无实质区别，例行公事色彩浓郁。

总之，从１９３８年春夏起，国民政府虽颇为担忧天津存银遭到日本攫夺，但主要是财政部更
多地关注事态的进展，并催促外交部向英法等国进行交涉，而外交部进行的这些交涉更多地带
有例行公事的色彩，并没有引起英法政府的重视。由于当时英日之间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对于
中国权益的危害性、普遍性更为突出；在天津白银危机之前发生日本对于上海公共租界、厦门
国际租界的干涉事件，⑤ 天津存银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向有关国家进行交涉的必要性，未能及时引
起中国政府最高决策者的重视。

二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和广州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当年底汪精卫集团出走后，１９３９
年１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明确了讨伐投降主义、坚持长期抗战的政策。此后，在涉及日本侵
害中国领土与主权的问题上，国民党决策层秉持不轻易让步的立场。

１９３９年起，日本在天津租界问题上不断滋事寻衅，向英法施压，主要目标始终是控制与攫
取中交两行的存银。为防止日方纠缠，该年初英国驻华大使卡尔 （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　Ｃｌａｒｋ　Ｋｅｒｒ）提出
一个方案，即由驻天津英法总领事在场的情况下，尽快公开封存中方的这批白银，届时可请天
津日本总领事在场。但日方却提出必须有日本军方和 “联合准备银行”的代表参加封存白银的
仪式，这一无理要求遭到英方拒绝。⑥ 该年春，天津英租界的局势突趋紧张。４月９日，伪华北
临时政府委派的天津海关监督、天津伪联合准备银行经理程锡庚在英租界遇刺毙命，英国租界
当局拘捕４名中国人。日本乘机在天津英租界问题上向英方施加更大的压力，除提出镇压抗日
活动和引渡中国嫌犯之外，又要求将租界内中国各银行之存银交付日方。５月底，日本华北方面
军提出了对于天津英法租界 “治安肃正”方面的９项要求，包括对中交两行实行检查、以对
“联合准备银行”出资的名义移出中交两行存银１２５０万元于租界外、对 “联合准备银行”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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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大使馆致外交部次长徐谟英文函》，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３日，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１。
《外交部致财政部咨文》，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３日，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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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 （１９３１—１９４１）》，第２１２—２１３、２６９页。

参见 《卡尔大使自上海致重庆英国使馆电》，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１日，外交部档：政治—远东 （中国）：

ＦＯ３７１／２３４４５，英国国家档案馆藏。下文不再注明所藏地。



货政策予以协助而不得妨害。① 由于英方未能满足日方的要求，６月１３日中午，日军天津防卫
司令官本间晴雅发表布告，宣布自次日起封锁租界，对于进出租界的人士、车辆、船舶均实行

检查。同时发表谈话，把封锁租界的缘由归之于英国拒绝与日方合作，再度要求英方放弃支持
蒋介石政权的政策，不得庇护英租界的抗日分子，不再支持法币和阻碍联银券的流通。② ６月１４
日起，英租界被日军全面封锁，进出英租界的人士均经日军严格检查，英国侨民遭受侮辱的事

情不断发生，英租界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供应也基本中断。③

在天津租界危机发生之初，英国政府一度考虑作出较强硬的反应，如禁止日本船只停靠新

加坡、槟榔屿和香港，中止英日商约。英国还试图获得法国和美国的支持，但未果。权衡欧洲

和远东的局势后，以首相张伯伦 （Ｎｅｖｉｌｌｅ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外相哈利法克斯 （Ｌｏｒｄ　Ｈａｌｉｆａｘ）为代
表的英方决策层认为无法单独与日本对峙，决定通过与日本谈判来解决危机。而日本也表示会

谈将限于地方性问题，不会损及英方对于天津租界的权利，并同意会谈在东京而非天津举行。④

１９３９年７月１５日起，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在东京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会谈有关天津问题。此时
日方提出的要求已经超出引渡嫌犯，要求英方在镇压和防范中国抗日运动方面与日方合作，制

止法币在华北的流通，交出中国政府银行在天津的存银。英方则只同意就政治方面的问题进行
谈判。７月２２日，克莱琪与有田八郎达成协定，２４日双方发表声明：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正在大

规模战争状态下之中国实际局势，在此种局势继续存在之时，英国知悉在华日军为保障其自身

之安全与维持其侵占区内公安之目的计，应有特殊之要求。同时知悉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
军之敌人之行为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灭之。凡有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

英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英国政府将趁此时机对在华之英当局及英侨说明此点，令其勿采取此

项行动与措置，以证实英国在此方面所采取之政策。⑤上述关于天津问题的英日 “初步协定”虽
然没有直接提及天津英租界的中国存银问题，但在协定中英国对日本侵华和军事占领所标榜的
“中立”态度，却是其将在该问题上对日妥协的征兆。

应当指出，在英日开始就天津问题会谈前夕，国民政府方面即判断英法将在天津中交两行
存银问题上对日本作出重大让步。该年４月，成立伊始的中英平准基金会英方代表罗杰士
（Ｃｙｒｉｌ　Ｒｏｇｅｒｓ）便向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贝淞荪谈道：“世界大战恐不能免，第一步英、法恐须先
让出天津英、法租界，故银行方面也须着手预备。”⑥ ７月３日，时任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国银行

董事长的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和孔祥熙：“据天津中行来密函，英法对津事决退让，并拟允敌接收

我存津白银。顷又接巴黎电，谓英法确有此趋势。驰电奉陈，请饬外部设法电英美法阻止，美
尤重要为祷。”⑦ 接到电报后，蒋介石即于次日致电外交部长王宠惠：“据天津及巴黎两方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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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本军天津防卫司令官布告》 （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３日）、 《在天津日本军事局谈》 （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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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第１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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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对津事决退让，并拟允敌接收我存银，希迅速设法分电英美法阻止，对美尤为重要是盼。”①

同日，孔祥熙亦致电王宠惠，抄附宋子文电文，要求 “迅设法阻止，并将办理情形见复为盼”。②

值得关注的是，蒋介石是以军事委员会快邮代电名义发出电文的，时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

孔祥熙采取的也是行政院快邮代电，而非财政部咨文的形式，这表明天津存银已经不是一般的

法币准备金问题，而是最高当局和行政首脑关注的大事。

外交部立即遵照蒋、孔来电办理。７月５日，外交部致节略英国大使馆：

关于日伪谋取中国政府在天津英法租界存银事，外交部曾于二十八年一月廿一日略请

英大使馆转行天津租界当局，将该项存银妥为封存，代为保管，勿任日伪攫取或占有在案。

现据报：英当局现拟允敌接收该项存银等情。查此项消息如果属实，不啻有显于中国政府

不利，且与英国政府向来采取之政策不符。除分达外，相应略请英大使馆查照，特予严重

注意，转达英国政府本一贯之精神，坚予维护保存，切勿接受日方该项要求，以敦睦谊，

并盼见复为荷。

这一节略对于英方因天津租界遭到封锁所处的困境只字未提，只是简单地要求英方在存银问题

上不向日方妥协。同日，外交部向法国大使馆致送了仅改动国别称谓而内容相同的节略。而在

致美国大使馆的节略中，要求转达美国政府 “予以注意，提醒英法两国政府切勿接受日方该项

要求”。③ 外交部同日还致电中国驻英国和法国大使馆，希向英法政府接洽，阻止日方要求。另

外致电中国驻美大使馆，希美国政府提醒英法切勿接受日方该项要求。④ ７月１０日，王宠惠电

告蒋介石：“顷据驻英郭大使复电称，据英外长云，此次东京谈判仅以地方事件为限，存银问题

与第三者尤其中国有关，非地方问题，绝非双方所能解决。过去我方确利用租界作反日活动，

英方对此层或须相当让步，作较严格之取缔等情。”同日，王宠惠还把同样内容致电行政院长孔

祥熙。⑤ 可见，外交部将英方在租界警务问题上向日本作出让步视作理所当然，按照这一逻辑，

中方似已无必要再与英国进行交涉。

就在王宠惠向蒋介石、孔祥熙报告英方承诺不会背着中国政府与日方谈判天津存银的同时，

７月１０日行政院长孔祥熙收到郭泰祺来电，报告英国政府经济顾问李滋罗斯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Ｗ．

Ｌｅｉｔｈ－Ｒｏｓｓ）对解决天津中交两行存银问题的看法： “罗斯建议，将我方所存天津英租界现款，

交付日方，予以面子，同时以存在上海汇丰银行之五十万镑交付我方，作为交换，且藉此或可

实施英日所订海关办法，但此事须先征得我国及美法政府同意。据告英外部昨已电卡尔接洽云

云。”⑥ 这表明，英方确实打算在天津存银问题上向日方妥协，并且希望中方亦作出退让。

由于英国是天津租界的主导方，且日方一开始就把攫夺中国存银的目标公开化了，中

方十分注意英方的有关动向。１９３９年７月１８日，即克莱琪与有田八郎达成的协定公布前

夕，中方曾由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出面，向重庆英国使馆代办裨德本 （Ｐｒｉｄｅａｕｘ

Ｂｒｕｎｅ）明确指出，天津中方存银问题至关重大，英国不能向日本让步。⑦ 而对于７月２２日克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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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致王宠惠支电》，１９３９年７月４日发，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１。
《外交部分致驻华英、法、美大使馆节略》，１９３９年７月５日，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１。

参见 《外交部分致中国驻英法美大使馆电》，１９３９年７月５日，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１。
《王宠惠分致蒋介石、孔祥熙电》，１９３９年７月９日稿，１０日发，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１。
《郭泰祺致孔祥熙电》，１９３９年７月８日发，７月１０日收，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１。

参见 《杭立武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４日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５辑第

２编 《外交》，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５６７页。



琪与有田八郎达成的协定，中方认为其 “影响颇可虑”，因为协定实际上 “承认战争状态与英守

中立无异”，① 表明了英方不会阻碍日本对其在华占领区的统治，预示中方在保全天津存银乃至

其他权益方面，已经难以指望英方的配合了。与此同时，还传来法国与美国可能对天津存银问

题持消极态度的说法。如法国外交部次长对顾维钧表示，“如英决定交日，而美不出阻，亦无可

如何，盖 （法国）不克独当质衡”。② 而据驻英大使郭泰祺报告称，法方已表示与天津存银问题

有关，美则谓无直接关系。这些动态引起国民政府的极大担忧，进而采取一些外交举措。

外交部方面于８月２日分别致电中国驻美、驻法大使馆，称在日本压力之下，英国政府就中

国存银问题正与美法政府洽商，希望大使馆与美、法政府交涉，以使两国政府在此问题上不向

英方表示任何妥协之意见，而支持中国。③ 另外，针对美国方面认为与天津租界存银问题关系不

大的报告，孔祥熙则于８月８日直接致电驻美大使胡适，指出：

查天津存银系属法币准备之一部份，向由发行准备委会天津分会保管，其主权所属久

为中外人士所深知。上年华北伪行成立，欲攘夺该项存银，复经由我申明该项存银主权不

容敌伪觊觎各在案。此项存银既与整个法币有关，凡与我有商业往来各国，直接间接均有

密切关系。……请即向美外交部详为解释，务使对此问题表示关切，以支持英国立场，直

接维护法币，即间接拥护美国在远东商业利益，切盼美方本以往协助精神，切实声援。④

显然，中方对于美国在天津存银问题上秉持积极立场，仍抱有相当的信心。

对于英方的妥协立场，中方则给以相当严厉的批评。８月８日，孔祥熙致长电给郭泰祺：

查平津存银，系属法币准备金之一部份，由中中交三行分存，存津部份计三千八百八

十余万元，存置英法两租界库房，并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天津分会在库门外加封。存平

部份一千六百八十余万元，由中中交三行委托北平中法汇理等外商银行代管库钥，约定非

有总行凭函，任何人不得开库。并经由部咨请外交部商请英法两大使转行天津英法租界当

局，将其妥密封存，代为保管，勿任日方或任何非法组织攫取或占有在案。……如我国在

租界存银不经所有人之同意，竟由设定租借权之政府擅自让交侵略我国家之日人，则我人

在伦敦所存之款，亦可令日人取去。此端一开，将使世界上合法之产业，随便可使强权者

加以抢夺。试问英人在别国所有之财物如何保护，我方是否亦可将英人在华之财物随便主

张让与他人乎？英国为主持国联重要国家，国联决议已公认日本为侵略国，正式加以谴责，

日本此次威胁英国，侮辱英人，无所不至于此，而不加以抗争，仍图委蛇求全，则英人在

华所置有价值三万万镑之产业，亦将沦于不保。当希详陈利害，促请英政府坚持立场，勿

稍退让。⑤

这份长电表达了国民政府在天津存银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进一步指出英国的退让违背法理，既

直接侵犯中国的权益，又对英国自身更大的权益带来极大威胁。相较之下，此前外交部在天津

存银问题上无论对驻外使馆的指示还是直接对外交涉节略函电稿，文句过于简略，“点到为止”，

对中方立场的合理、合法和正义性缺乏必要阐述。而时任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的孔祥熙直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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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 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王世杰日记》，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５日，《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２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１９９０年，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摘抄顾大使第１１４７号来电》，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７日发，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１。

参见 《外交部致中国驻美、驻法大使馆英文电》，１９３９年８月２日，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１。
《孔祥熙致驻美大使胡适齐电》，１９３９年８月８日，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１。
《孔祥熙致驻英大使郭泰祺庚电》，１９３９年８月８日，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１。



面致电驻美英大使，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外交部在处理天津存银问题上工作不力表示不满。

由于中国方面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英方表明立场，以及法国、美国所表示的关切，使得英

方在天津存银问题上难以立即接受日本的要求。１９３９年８月１９日，英国驻华大使馆代办裨德本
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内称：

英国驻东京大使业奉英国政府训令，以下述意旨知照日本政府：英国政府于检讨币制

及白银问题后，发觉此项问题除与中国利益有关外，其他外国政府亦表关切，致使英国政
府与日本政府关于该问题之成立协定，为不可能。英国政府对于此项问题，不能单独以合

宜之方式提出或接受可以妨害第三国利益之任何提议，在此种情形之下，英国政府认为此

项问题仅由英日双方进行谈判，当无任何有益结果可言，倘日本政府仍愿庚续进行商讨，

其提议如能设法保障第三国之利益，则英国政府亦愿意重新加以商讨。为达到保障第三国

利益之目的起见，英国政府不得不征询其他有关方面之意见。①

显然，英国政府试图以天津存银问题的 “国际化”来应对日本的压力。而国民政府自中日战事
爆发之初，便对西方各国共同出面调停抱有幻想，认为日本将在国际压力之下却步。所以当英

方承诺不会单独与日本就天津租界中国存银问题达成妥协之后，中方一度停止了向英方提出新

的交涉。

三

１９３９年９月初欧战爆发后，英国面临着德国的强大军事压力，形势十分严峻。与德国同属

轴心国的日本，力图利用这一态势加快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在重启后的对英谈判中，日方加紧

向英方施压，逼迫英国在涉及天津租界的各项问题上全面让步，包括交出中国方面之白银，驻

华日军也公开要求引渡现银。② 随着德国军队在欧洲战场的进展，原先在华的那些重要权益，如
对海关的控制权、长江流域维持开放、租界的状况等，对于处在大战中的英国而言，已不再具

有与日本务必一争的重要地位。③ 英国不得不在远东，包括天津租界问题，对日本进一步妥协。

到１９３９年底，英国方面向中国政府提出与日方商议后的解决方案：天津白银问题为日方取

消封锁英租界之唯一阻碍，现英日商议结果，拟将白银 （是否包括英法二租界之存银未据说明）

存储于中立银行，提出１０万镑，组织包括英日在内的国际救济委员会，办理救济事宜，奉令征
求中方同意。④ 以 “办理救济事宜”的名义来动用天津租界的中国存银，这是驻天津英国总领事

贾米森 （Ｅ．Ｇ．Ｊａｍｉｅｓｏｎ）在当年９月份提出的建议，他认为这是给中国政府面子的方式，中方

应当会接受。⑤ 而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也认为中方存银用于救济事宜是合适的，进而提出中方存
银应当移存于正金银行。⑥ 当得悉英日新方案之后，蒋介石立即指示外交部长王宠惠：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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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英国政府致日本政府照会译稿》，１９３９年８月１９日面交中国外交部，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１。

参见 《张治中、陈布雷呈蒋介石》，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８日，蒋介石档案：革命外交—对英外交００２—

０８０２００—００５２３—０８０。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Ｒ．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Ｒｅｔｒｅａｔ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１９３７－１９４１，ｐ．１３０．
参见 《英国大使馆致外交部照会》，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９日，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２。

参见 《贾米森自天津致英国外交部电》，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０日，外交部档：政治—远东 （中国）ＦＯ３７１／

２３５３３。

参见 《克莱琪自东京致英国外交部电》，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８日，外交部档：政治—远东 （中国）ＦＯ３７１／

２３５３３。



据确报，关于天津存银问题，日外务省与英驻日大使交涉结果，拟将该项存银移存于
中立国银行，并在日正金银行及英汇丰银行监督之下，作为赈济事业之费用，闻克莱琪大

使已向英政府请训以便决定云等情。查该项存银主权在我，英方何能擅自处理，如此种企
划实现，我方损失极巨。希即迅筹对策，设法阻止为要。①

根据蒋介石的要求，１２月１２日中国外交部向英国大使馆提出对案：中国政府鉴于英方之困难以

及华北赈济工作之需要，以中英合作之精神，商及中国银行之同意，接受下列解决存银问题之
最后方案，但请英国政府担保，此后日方对此不得再发生任何问题： （１）由存银项下提出相当

数额，按照世界市场价换成英金１０万镑，交与华洋义赈会，以该会为信托人，该款应完全作为

华北赈济之用。华洋义赈会应将全部英金按照一先令二便士又四分之一之法价，该英金应售与
白银所有之中国银行换成法币，不得将该英金售与任何其他方面。各有关系中国银行得派一代

表参加华洋义赈会。（２）各中国银行现有白银之其余部分，得以该银行等名义移置于该银行等
所指定之一中立国银行，保存至战事终了之时为止。（附注：各有关系银行因购换英金所付之法

币，由中国政府偿还之）② 中方对案的要点，在于把日本排除于处理天津存银问题的协议之外，

始终不放弃对存银的处置权。另外，中中交农四行亦和英法大使进行沟通，说明天津存银是各
有关银行发行法币的准备金，属于在租界的私人产权，租界当局应该加以保护。③ 中国方面很清

楚，如同在华其他租界一样，英国对于天津英租界只有治权而无主权，这种治权不能改变租界

内属于中方的物权和产权，相反负有保护中方合法权利的责任，英方无权自行将租界治权让渡
给日方，更不能因此种让渡损害中方的权利。所以，在对英交涉中，中方着重强调己方权利的

不容侵害，提请英方尊重中国的权利，承担其在天津租界应尽的责任，不应接受日方所提出的
移存中国白银的要求。

中方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考虑调整一些具体举措。１９４０年１月９日，行政院会议决定天

津存银 “应维持不动用之原则”，但可循下列两步骤试行交涉，以示中国政府对英方解决此困难
问题之诚意：（１）改由第三国银行保管，至中日战事结束时止，中国政府可拨法币二百万至三

百万元，交国际团体办理难民救济事项；（２）以一部分存银换购英汇，存放伦敦，然后由政府

以相当数目之中国法币，交国际团体充赈济之用。会议还要求 “外交部与英国妥慎办理，随时
具报”。④ 按当时英租界存银拟提取充作救济款额１０万镑，约合法币１５０万元，行政院会议这一

方案表明中方在提取救济款总额上可以通融，但仍然不容许日本染指天津存银。会议次日，蒋
介石即以行政院长的名义正式命令外交部：

查天津白银系银行之发行准备，应维持不动用之原则，但可改由第三国银行保管，至

中日战争结束时止。政府可拨款二百万元至三百万元 （中国法币），交国际团体办理难民救
济事项，或以一部分换购英汇，存放伦敦，然后由政府以相当数目之中国法币，交国际团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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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蒋介石致王宠惠电》，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９日，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２。蒋介石已于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兼任行
政院院长，原行政院长孔祥熙改任行政院副院长。

参见 《外交部致驻英国使馆》，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２日，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２。

参见 《王宠惠在中央委员谈话会所作外交报告及孔祥熙的补充报告》，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５日，《中央委员谈
话会纪录 （１９４０年）》，档号５．５—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孔祥熙致蒋介石电》，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０日，蒋介石档案：革命外交—对英外交００２—０２０３００—０００３９；参
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３编 《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国国
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１年，第１０７—１０８页。



体充赈济之用。仰即与英方妥慎交涉，随时具报。①

然而，卡尔大使却代表英国政府表示，中国所提由中立国银行保存白银、售银外汇存于伦敦和

改以法币作为救济基金的方案，必将为日方拒绝，英方提议存银以汇丰银行和横滨正金银行两
家银行的名义存储。② 由于没有得到英方积极的回应，蒋介石本人于１９４０年２月１７日当面向卡

尔提出警告，如果英国不顾中国政府的立场而欲以天津存银与日本妥协，“余必声明英已破坏九

国公约与放弃在华所有条约权益，并协助倭寇侵略我国之罪也”。蒋介石还在当天的日记中写
道：“英国欲以天津白银与倭妥协。”③ 同日，蒋介石还要求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军事委员

会参事室主任和中英文化协会负责人的王世杰，向卡尔当面表示反对英国在中国存银问题上向

日方妥协。④ 可见，此时作为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的蒋介石已经意识到，在天津存银问题上，单
靠外交行政部门通过常规方式与在华英方代表进行交涉，已经难以促使英方转变对日妥协的立

场，因此试图通过亲自出面和另行指派代表，来向英方宣示强硬立场。

根据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０日行政院会议的决议，外交部２月２１日又向英方明确提出：（１）与１０
万镑价值相等之白银提出后，由有关各中国银行所有其余部分之白银，应以汇丰及美法银行名

义存放于一中立国银行，并以汇丰及美法银行为有关各中国银行之信托人； （２）英国政府应取
得日方有关此事将来不能发生其他困难之书面保证，以代前次所提英国政府本身应供给之担保；

（３）如以１０万镑款项全数用于购买赈济所需之食粮，中国政府准备予以同意。⑤ 获知中方上述

新方案后，３月５日卡尔提出修改意见：将白银以英国及日本领事馆名义存在天津，或将正金银
行加入，作为存户之一。王宠惠当即表示中国对案实为最后之让步，恐无再让之可能。⑥ 英方这

一意见的实质还是让日方公开介入，控制天津中方存银，对此中方当然不能同意。

但是，在中英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英方却在与日方的交涉中作出了让步。４月１２
日，卡尔向王宠惠面交英日商定之对案，其中规定： （１）现存于天津交通银行之银元及银块，

应由英国及日本总领事共同加封，继续存放于该银行内； （２）除下列第三节所规定者外，该项

白银应继续封存，直至英日两国政府商定其他保管办法之时为止； （３）该项白银于封存前，应
提出等于１０万英镑之数额，作为华北某数地区水灾及其他地区旱灾所直接酿成饥荒状态之救济

经费；（４）英国准备供给各种可能之便利，使该项提出之白银得以分配于救济工作；（５）驻天
津英日两总领事应指派若干专家在该两总领事之监督下，协助其管理此项经费，并指导分配救

济所需之食物及其他物品，并应邀请中国及法国国籍之专家及其他国籍之专家一人，协助该项

工作之进行。⑦ 由于这个方案与中方新对案出入之处甚多，中方当然无法接受。蒋介石在日记中
写道：“英倭天津存银问题之妥协办法，即以严厉态度对英警告，认此事如果实现，即认为英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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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行政院训令》，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０日，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２。

参见 《王宠惠与卡尔大使会谈记录》，１９４０年２月８日，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２。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４０年２月１７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下文不再注明所藏地。

参见 《王世杰日记》１９４０年２月１７日载：“晚应英使卡尔之宴。与言天津英租界被日军封锁事。英政
府欲与日政府妥协，拟将天津英租界中国政府存银问题与日方商一解决方案。蒋先生嘱余向卡尔表示
反对。”（《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２册，第２２９页）

参见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２。行政院会议通过建议中，原只提汇丰银行，后奉蒋介石面谕改为汇丰
与美法银行。

参见 《部长会晤英国卡尔大使谈话纪录》，１９４０年３月５日，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２。

参见 《英方五项意见稿》，附于１９４０年４月１２日王宠惠与卡尔谈话纪录之后。外交部档１７２—１／

２６３９—２。



对华共同宣战，我亦必以此应之。”① 另外，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杭立武于４月１４日向卡尔转述
了蒋介石的态度：（１）对英最近所提办法，甚为愤慨；（２）此项办法，表示英方与日妥协，不

顾我方利益；（３）倘使英方不顾我方反对而径自行动，我方将认为甚不友谊之举动；（４）我方
最后提出方案，为最大之让步；（５）以上意见，盼英大使转达其政府。②

在４月２０日的行政院会议上，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提出，英方提案超出中方的立场，政府

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听取有关银行的意见，不妨让时在香港的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中国银行
副总经理贝淞荪来重庆面商，王宠惠表示：英方亟待解决，未能有充分时间可资商讨。而钱永

铭、贝淞荪在致重庆方面的电文中表示：“津存银问题，英大使所提办法与原议不符，在银行立

场实难苟同。但此事外交经过情形，弟等均不甚接洽，似应听由部会决定办理。”③ 得知中交两
行的意见之后，４月２６日王宠惠在与卡尔的会谈中指出：“英日所定方案，我国政府自蒋委员长

以下均表示反对。兹为迅求解决起见，拟由中英两方换文，声明白银之所有权属于中国之银行，

将来非经中国政府及该银行等等同意，不得移动。”对此，卡尔表示满意，认为系解决当前可能
之合理与公允办法，并希望愈速愈妙。④ 这样，起草一个能够为中英双方都接受的换文稿，便成

为此后交涉的主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本人还与卡尔讨论了新成立的丘吉尔内阁的远
东政策以及天津存银问题的解决方案。当时卡尔催促中方尽快解决天津存银问题，称 “此事已

入危险之境”，甚至 “以离渝决裂相威胁”，蒋介石则答称：“余平生不知什么为危险，须知此事

英以为小事，而中国实视为大事也。”⑤ 而在王世杰看来，中英之间迟迟未能就解决天津存银问
题达成协议，还与财政部长孔祥熙 “态度不定”有关，中方应当抓住关键，即天津存银的处置

权。⑥ 此后，按照蒋介石的原则意见，外交部具体负责与英方换文稿的起草，蒋介石听取王宠惠

的汇报，审读了换文稿并在定稿上批了 “照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财政部美
籍顾问杨格等人也发表了相关意见。⑦ 中方还准备了甲、乙两个换文方案。

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１日，中英双方终于在重庆就天津存银问题换文。外交部长王宠惠的照会称：

关于天津英租界存银问题之最近谈话，本部长谨向贵大使声述，中国政府对于英国政
府之建议经缜密考虑后愿提出解决本案之下列各点：（一）现存于天津交通银行所有银币及

银块，应仍继续存于该行，并由驻天津英国总领事代表该行总管理处及中国政府加封。
（二）除下列一节所规定者外，该项白银应继续予以封存，非与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及中国政

府商议，不得移动其全部或一部。（三）在该项白银未经封存以前，中国政府及交通银行总

管理处授权天津交通银行提出等于英金十万镑之数额，作为华北某数地区水灾及其他地区
旱灾所直接酿成饥荒状态之救济经费。 （四）该项经费交与包含中国籍委员之国际救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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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４０年４月１４日。

参见 《杭立武呈蒋介石》，１９４０年４月１４日，蒋介石档案：革命外交—对英外交００２—０２０３００—

０００３９—０２８。
《陈行致钱永铭、贝淞荪电》，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０日；《钱永铭、贝淞荪复陈行电》，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２日，外
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２。
《部长会晤英国卡尔大使谈话纪录》，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６日，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２。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４０年５月１５、１６日。
《王世杰日记》１９４０年５月１６日载：“今日下午应蒋先生之约，商天津英租界白银问题。此事处理延
滞，大半系因孔庸之部长态度不定之故。英使极感懊丧。予以为此事关键只在英方能否对我保证，该
银于经英日封存后，非经中国政府之同意，英国决不采取任何处置。”（《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２
册，第２７４—２７５页）

参见 《杭立武致王宠惠函》，１９４０年５月２５日，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２。



关，由该机关会同驻天津英国总领事，受托使用于华北救济目的。中国政府希望联合王国

政府表示愿意依照上述方案实行而不背理。

卡尔致王宠惠的复照称：“本大使兹奉本国外交部长之训令，向贵部长表示，联合王国政府原意

依照来照内所包含之方案实行而不背离，相应照复查照为荷。本大使顺向贵部长重表敬意。”除

上述往来照会外，卡尔还与王宠惠有往来函。卡尔来函称：

部长阁下：关于天津英租界内存银事，本日已由贵部长与本大使签订换文，本大使业

向贵部长表示，联合王国政府愿依照来照所订之方案实行，而不背离在案。关于来照内之

第二节，本大使复经哈立法克斯勋爵授权，以私人资格向贵部长保证，实际上，一如在现

在进行之谈判过程中，联合王国政府对于上述方案所规定之办法加以任何变更以前，先征

求中国政府之同意。相应函达，即请查照为荷。

同日，王宠惠复函称：“业经阅悉。”①

根据上述换文、往来函，中国对于天津英租界存银的主权、支配权基本得到尊重，中英之

间围绕该问题的交涉，基本上达成了共识。

然而，临危受命的丘吉尔政府虽然在对纳粹德国方面抛弃了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但在远东

特别是中日关系上，依然避免因中国的权益而与日本发生冲突。中方的种种努力，无法阻止英

国最终向日本作出妥协。６月１９日，英日之间在东京达成天津英租界问题协定。其中关于英租

界存银问题的解决方法为：（１）现存于天津交通银行之银元及银块，应由天津英日两总领事共

同加封，继续存放于该银行内；（２）除下列第三节所规定者外，该项白银应继续封存，直至英

国及日本两国政府商定其他保管办法之时为止，该项白银加封时，驻天津英国及日本两总领事

均应在场；（３）该项白银于封存之前，应提出等于１０万英镑之数额，作为华北某数地区水灾及

其他旱灾所直接酿成饥荒状态之救济经费；（４）英国主管当局准备供给各种可能之便利，使该

项提出之白银得分配于救济工作，以之出卖，及购买救济所需之食粮及其他物品； （５）驻天津

之英国及日本两总领事，应指派若干专家，在该两总领事之监督下，协助其管理此项经费，除

该日本及英国顾问外，并应邀请中国及法国国籍之专家及其他国籍之专家一人协助该项工作之

进行。② 这五项内容与当年４月１２日英方提出的方案并无二致。英日协定不仅同意了日本方面

对天津租界的中国存银实施控制，还规定在有关天津英租界治安方面仍维持双方此前达成的协

定，英方并保证不得妨碍 “联合准备银行”钞票在英界内之流通，进一步坐视日伪金融势力排

挤法币的流通。

对于最终达成的英日协定，１９４０年６月２１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政府并未参

与该方案之签订，英日换文内关于白银问题之各项规定，苟未经中国政府同意，不能予以变更：

“在中国政府提出等于英金十万镑之数额充作华北救济经费后，英国政府对于其余全部白银为交

通银行及中国政府之信托人，故现在所议定之封存该项白银办法，对于该项白银之原来状况，

并无变更。”③ 但是，上述表态并不能阻止天津存银遭日方监控。１９４０年７月，驻天津英、日总

领事以及麦加利银行和正金银行的经理，共同前往英租界交通银行存银所在库房查看现银封存

情形；所提出约当于１０万镑救济款的现银币１５０万元，也由英、日两总领事共同签具收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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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英换文和卡尔王宠惠往来函稿》，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２。

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３编 《战时外交》（二），第１１１页。
《大公报》（天津），１９４０年６月２２日，第２版。

参见 《财政部致外交部公函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３日）转交通银行７月感代电》，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１。



此外，英方不顾中方一再反对，按照日方的要求，擅自在１５０万银元售款中扣抵所提取白银的
运输费、保险费等额外开支。

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９日即英日协定达成的当天，法国方面在没有同中方达成谅解的情况下，匆匆
与日本达成天津法租界存银的协定，其内容除所提取的救济用款相当于２０万镑之外，其余部分
与英日协定相同。① 是时，已在德国占领下的法国维希政府在对日问题上的考虑，当然与英国的
情况不尽相同；但是，英国不顾中方再三交涉，执意向日本妥协，无异为法方处理天津法租界
存银树立了一个可资效仿的恶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天津租界，攫夺中国巨额存银达５７００００００余元。具体情况如
下：１９４０年６月日本与英法分别商定并交由国际机构保管的华北救济金共４５０００００元，中国银
行名下２１８７０４０６元，交通银行名下２６４１７９７９元，河北省银行名下４２４８０４９元。这些存银绝大部
分拨付给了日本直接控制下的伪联合准备银行和华北政务委员会。② 中交两行还被迫接受改组，

成为日伪金融体系的一部分。③ 如同所有被日本侵犯和掠夺的中国领土和其他权益一样，从此天
津租界中国存银问题不复作为中外交涉的内容。

四、余　　论

从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对欧美外交总体上处于困难阶段，进展与反
复并存，甚少重大交涉突破。具体到天津存银问题，国民政府相应外交体制及其运作明显滞后。

天津租界存银直接所有者主要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但如何处置相应的存银，却需得到财政
部的指令。主管货币银行事务的财政部没有对外直接交涉权，与外交部的沟通大体上停留在就
事论事层面，虽然财政部长孔祥熙先后担任行政院长、副院长，通常情况下既难以撇开外交部
直接对英交涉，也未能使得外交部与财政部达到融洽有效的合作。④ 而自始至终处于对英交涉第
一线的外交部主要负责人，对天津租界存银情况以及存银问题的复杂性、重要性，缺乏及时和
全面的掌握，对英交涉中缺乏主动性，奉令行事的成分较多，交涉过程中更多的是转述行政院、

财政部等部门决定的内容。蒋介石当时集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委
员长等要职于一身，无疑是战时外交的最高决策者；而１９３９年９月起兼任改组后的四联总处理
事会主席之后，蒋介石还成为战时财政金融的最终决策者。但是，在天津存银问题交涉全过程
中，蒋介石虽然多次向外交部门发出有关指示，也曾派出专门代表甚至亲自出面向英国大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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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 《外交部致法国大使馆照会》，１９４０年６月２５日，外交部档 《天津租界存银纠纷》０８４４—１０３５．
０１，台北 “国史馆”藏。

参见桑野仁： 《戬时通货工作史论》， 东京： 法政大出版局， １９６５年， 第１６８页。 日军最后攫夺的中
方存银数，除了河北省银行部分之外，仍大于抗战爆发之初中交两行向财政部报告的数额以及财政部
掌握的数额，主要原因当在于日军所夺还包括中交两行数年的经营性活动所得 （包括通过发行收兑民
间存银），而这些新增白银同样积滞于平津地区。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 《中国银行行史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第５９４—５９５页。

以外交部掌握的天津英租界交通银行存银确切数为例，１９３９年８月９日财政部常务次长邹琳给外交部
政务次长徐谟的抄送数为１９９４４１９５元，１９４０年１月上旬英国大使卡尔称约１４００００００元，１９４０年６月
外交部文卷所载数为１２６０００００元，但欧洲司向财政部钱币司了解到的数字则为１４２３８７２５．０７元，同年

７月财政部钱币司进一步转知外交部的交通银行在英租界库房的具体存银数为：大银元１２４２７３５６元，

行化银折合１８１３６９．０７元，中央银行寄存大银元１６３００００元。以上数字均见于外交部档１７２—１／２６３９—１。



明立场，并且是中英最终换文文本的审定者，但总的来看，蒋介石对天津租界存银问题重视不
够。整体而言，围绕天津租界存银问题的对英交涉，中国外交体制运作明显滞后，缺乏及时性
和有效性。

在交涉中，当时中国政府处于甚为不利的境地。虽然天津租界名义上仍在英、法这样的
“友邦”管辖之下，但实际上无法阻止日本赤裸裸的军事侵略和政治经济势力的扩张。在日本不
断扩大侵华战争的进程中，尤其在１９３９年９月欧战爆发后，英国在远东总体上秉持避免与日本
发生冲突的消极立场，在天津租界问题对日全面妥协之前，英国已经在中国海关以及厦门、上
海等地的租界问题上，牺牲中国的权益向日方让步；天津租界协定达成后一个月，英国又在日
方的压力下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一度对中国获取急需的国外物资造成极大的困难。在这种背
景下，国民政府方面从最高决策者蒋介石，行政当局负责人孔祥熙，到外交部长王宠惠，中国
驻英、法、美国大使，乃至王世杰、杭立武等能对英方起一定影响的人士，都介入了相关的交
涉。在这类交涉中，中方主要强调英方有义务维护中国主权和重大利益，而无向日本让渡之权，

对于英方的处境及所持立场和实际决策，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及时的把握；与可能影响英国政府
决策的在华外交官 （如驻华大使卡尔）的交涉场合，也是宣示中方立场居多，良性沟通互动不
足。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方外交努力的成效。当然，在英国政府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
甚而不惜妥协退让的既定政策之下，中国方面便无法直接影响日军占领下的天津局势，也无法
避免天津租界中方存银最终按照日本的意愿被封存和提取。

平心而论，天津英租界中方存银最终在日本的监管下被封存和提取，不能完全归咎于英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天津租界，攫夺了中国存银，这更与业已对日宣战的英国政府的
具体政策无关。不过，在前后延续三个年头的对英交涉中，英国表现出只顾及本国利益、不尊
重中国的主权和重大利益、对中国抗战持消极立场的本质，使以最高决策者蒋介石为首的国民
政府官员试图依靠英国维护国家利益的幻想破灭。与此相应，在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全局中，

国别的倾向性开始发生显著的调整，英国的地位不可避免地下降，美国的重要性上升。就在英
日正式达成天津租界协定的当月，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以蒋介石个人代表的身份甫抵美国，

旋即对白宫和国务院、财政部等部门展开了一系列寻求对华援助的外交活动；甚至在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宋子文依然以外交部长的身份长期驻美，对美外交俨然成为中国战时外交的重点所
在。① 虽然导致战时中国外交重点发生战略性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有关国家对待中国领土
和主权等核心利益的态度，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作者吴景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责任编辑：雷家琼　责任编审：李红岩）

·５９·

抗战时期天津租界中国存银问题

① 蒋介石在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４日致美国总统罗斯福信函中提出：“因世界局势之剧变，余觉有与阁下交换意
见并请畀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余不能亲来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为代表，前来华府晋谒，彼固为阁
下素所熟悉者。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彼受余完全之信任，且其对国内
之情形与对外之关系完全明了。” （秦孝仪主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３编
《战时外交》（一），第２７４页）关于宋子文驻美时期相关外交活动，可参见拙著 《宋子文评传》（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１０—３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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